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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节令应制诗:文化资本与权力运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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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摘 要:按照布尔迪厄的场域观理论,文学场是一个力量场,也是一个斗争场。在文学场中,节
令应制诗是一种具有重要地位的宫廷文化资本。宋人以富丽的语言和宏大的篇幅描绘太平盛世,
通过对节令中祭祀仪式的记叙,称赞君主德行,并藉助节令祥瑞预设来实现“神道设教”的目的。这

些诗作显示出文化资本和政治权力的转化,进一步阐明了政治、民俗、文学三者之间相互制约与渗

透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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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节令与应制文学的结合是一个有趣的文学现

象。中国的传统节令体系成长于魏晋南北朝,定型

于唐宋时期。大中祥符九年(1016)二月,宋真宗颁

布《上巳端午等日放朝更不视事诏》,以为大臣们提

供充分的娱乐时间。君主与大臣酬唱问答成为节令

时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。古代应制诗大抵可分为

奉和帝王、太子及侯王三类。赵殿成云:“魏晋以来,
人臣于文字间,有属和于天子,曰应诏,于太子,曰应

令,于诸王,曰应教。”[1](P115)本文所探究的节令应制

诗或称奉和御制,主要指良辰佳节时诗人应帝王之

命所作之诗。目前,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

弱。有的研究者对应制诗的成因、意蕴主旨、叙事手

法、艺术趣向、社会功能等予以了讨论,如陈建森《从
张九龄应制诗看唐诗由初唐之渐盛》(《学术研究》

2009年第1期)、陈建虎《文化资本的获取和转

换———从另一个角度观照初唐应制诗的嬗变》(《学
术论坛》2006年第5期)、《应制诗:妥协策略下的政

治文本》(《西北大学学报》2010年第5期),这些文

章或多或少提到了节令应制诗的创作情况,但这些

叙述仅是作为论证背景,研究者往往忽略了“节令”
这一关键性时间拐点对文学创作的建构作用。朱红

《唐代节日民俗与文学研究》(2002年复旦大学博士

学位论文)按时序列举高宗、中宗、玄宗、德宗朝诗人

们的节令应制情况,然而该文偏重材料的罗列,仍未

就这些诗作的内涵、风格、政治功能等予以深究。张

晓红《宋代帖子词研究》(2010年西北师范大学博士

学位论文)提到帖子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属性,
不过其并不能概括节令应制诗篇创作的全貌。综上

所述,学界关于宋人节令应制诗的讨论尚待深化,本
文意从新的视角出发,就节令应制所蕴含的文化资

本及其与权力运作的互动关系予以阐释。

  一、节令应制与文化资本

“节令应制诗”这个概念中包含了“节令”与“应
制”两个重要因素。节令作为一种兼具自然属性与

社会政治属性的独特时间形式,在相当一部分节庆

仪式和典礼中都鲜明体现着节令的政治属性。刘晓

峰说:“节日的根本要素之一是时间。中国传统节日

文化,是中国古代传统时间秩序的一部分。在古代,
节日背后的时间体系具有浓厚的政治属性。”[2](P15)

宫廷各式各样的节俗活动及君臣问答多半根据统治

者的喜好来展开。《青琐高议·前集》卷一云:“大丞

相李公昉尝谓子弟曰:建隆元年元夜,艺祖御宣德楼

门。初夜,灯烛荧煌,箫鼓间作,士女和会,填溢禁

陌。上临轩引望,目顾问余曰:‘人物比之五代如

何?’余对以‘民物繁盛,比之五代数倍’。帝意甚欢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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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移余席切近御座,亲分果饵遗余。”[3](P1008)二人的

对话体现了大臣对于帝王王权心理的迎合,应对得

宜便会得到统治者的宠遇。“节令”之外,“应制”是
另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。当宫廷举行节庆朝会、宴
飨、游览活动时,帝王应景下赐御诗,大臣则唱和之,
为答谢赐诗而进呈诗表,如王禹偁《谢御制重午诗

表》、田锡《谢赐御制社日诗状》《谢赐御制重阳诗状》
等等。有时,大臣在诗表中将帝王所作节令诗和前

代君主之诗相比较,从而起到赞其诗艺,美其王德的

效果。王禹偁《谢免和御制元日除夜诗表》曰:“其
《元日》之句也,藻绘王春,悦万物之资始;其《除夜》
之句也,发挥天吏,述四序之成功。……至若周满

《黄竹》之咏,汉高《大风》之歌,唐太宗《守岁》之诗,
陈叔达《初年》之作,义皆无取,事不足征。又若除夜

藏钩,正朝放雀,真为儿戏,岂近皇猷! 遍数前王,实
多惭德。”赐诗与进写诗表、原唱者与唱和者之间形

成了一个节令应制的特定文学场。
用布尔迪厄场域观理论来看,整个世界都是各

种场的集合,归根结底无非是权力场的表现形式,权
力场是“一个包含许多力量的领域,受各种权力形式

或不同资本类型之间诸力量的现存均衡结构的决

定”[4](P285)。文学场作为和社会环境、文化语境密切

相关的社会空间,涉及到通过文学生产、传播、接受

而实现的权力转换与运作,所以布尔迪厄也认为:
“文学场是一个力量场,也是一个斗争场。这些斗争

是为了改变或保持已确立的力量关系:每一个行动

者都把他从以前的斗争中获取的力量(资本),交托

给那些策略,而这些策略的运作方向取决于行动者

在权利斗争中所占的地位,取决于他所拥有的特殊

的资本。”[5](P82)拥有文化资本的质量和数量决定了

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,从而客观形成了支配与屈

从的利害关系。在文学场中,节令应制诗是一种具

有重要地位的宫廷文化资本。帝王之“制”在很大程

度上决定了应制诗(文化资本)的内在主旨、语言形

式及创作风格。诗人受制于帝王政治策略、文学喜

好及审美观念等因素,诗歌不再用于浇心中之块垒,
而是被作为政治对话和权力兑换的工具。文学符号

与权力兑换的受益者是双向的,大臣应制之作越是

与帝王期待相吻合,就越容易获得帝王的首肯。大

臣可以凭借颂扬之途更获青睐。随着应制之作传播

开来,宣扬盛世太平的观点被更多人接受,帝王所享

有政治权力的绝对地位就越高。文学场中文化资本

的置换往往是通过符号媒介而发挥作用,节令应制

则依凭文学符号以实现君臣间双向利益的置取。

在唐代,帝王将原作赐给诗人,臣下以之为至

荣。李肇《唐国史补》卷下载:“贞元五年,初置中和

节。御制诗,朝臣奉和,诏写本赐戴叔伦于容州,天
下荣之。”[6](P192)同时,统治者拥有绝对的评论权,诗
人只能被动接受评判的结果。按《唐诗纪事》载,正
月晦日唐中宗幸昆明池赋诗,群臣应制百余篇,惟沈

佺期、宋之问之作一时难分优劣,其后上官昭容裁定

宋诗更胜一筹,从沈佺期“不敢复争”的态度可知文

学场中暗含着权力的斗争,诗人在应制中常处于被

统治的地位。重阳节唐德宗赐宴曲江,群臣词士等

三五十人以“清”为韵,应诏而作,德宗掌控品评的权

力,“其自考其诗”,三宰相由于位高权重则“不加考

第”,其余诸作便根据自己的好恶评定出上等、次等

及下等。[7](P50,32)

和唐人被动的接受态度相比,宋人则是以积极

的姿态主动参与到节令应制中。他们试图通过对文

化资本的运用来完成和最高统治者的对话。吴聿

《观林诗话》有云:“近世应制,争献谀辞,褒日月而谀

天地,唯恐不至。”[8](P114)按《幼老春秋》所载,政和七

年立春,王安中进《立春帖子》,其时郑贵妃未正中

宫,按仪制不应为其撰写帖子,然而王安中顾及帝王

对郑贵妃的宠爱,仍应制作诗。[9](P953)《鹤林玉露》丙
编卷四“淳熙盛事”载曰:“孝宗御宇,高宗在德寿,光
宗在青宫,宁宗在平阳邸,四世本支之盛,亘古未有。
杨诚斋时为宫僚,贺光宗诞辰诗云:‘祖尧父舜真千

载,禹子汤孙更一家。’读者服其精切。”[3](P5359)诞节

佳辰,杨万里通过应制诗这一文化资本,祝祷帝裔繁

盛,契合帝王期待谱系昌盛、政权稳固的心理,因而

深得统治者的赞赏。

  二、应制文学场中权力的形成与转化

宋代节令应制诗的思想意蕴及艺术形式发生了

极大的审美嬗变,这些变化体现出文学场中权力的

形成、转化、获取与分配,其创作嬗变具体表现为以

下三点。
(一)典赡之词与富丽诗风

北宋是节令应制诗创作数量最多的时期,诗人

对每一个节令几乎都有应制奉和。这些应制之作诗

风典雅,言辞富赡,其意蕴普遍呈现出一派升平和乐

的富贵气象,代表作如徐铉《奉和御制寒食十韵》、刘
筠《奉和御制中和节》《奉和圣制寒食》、杨亿《奉和御

制社日诗》《奉和御制重阳五七言诗》、寇准《奉和御

制中秋玩月歌》、余深《奉和御制上巳日赐宴二首》等
等。夏竦《奉和御制中和节》《奉和御制社日诗》《奉

·46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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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御制上元》《上元应制》《奉和御制七夕》《奉和御制

重阳五七言诗》《奉和御制冬至》等诗,风格富艳,描
写的多是国泰民安的太平景象。晏殊之词一向被称

为带有“富贵气象”,欧阳修《归田录》、吴处厚《青箱

杂记》如是称之。他对多数节庆都有奉和,如《奉和

圣制新春》《奉和圣制元日》二首、《奉和圣制立春日》
二首、《奉和圣制上元》三首、《奉和御制社日》《奉和

圣制上巳日》《奉和圣制冬至》《奉和圣制除夜》二首

等。这些诗和其词一样,充满了歌颂盛世的意味,较
之夏竦的同类型作品毫不逊色。

宋代节令应制最能体现典赡富丽之风的是元宵

诗。《韵语阳秋》卷二评价夏竦《和上元观灯诗》、王
珪《恭和御制上元观灯》二诗曰:“应制诗非他诗比,
自是一家句法,大抵不出于典实富艳尔……二公虽

不同时,而二诗如出一人之手,盖格律当如是也……
若作清癯平淡之语终不近尔。”[10](P498)“典实富艳”四
字评语十分贴切,此语虽用于点评夏、王之作,亦可

用作绝大多数元宵应制诗的定论之评。夏诗由一连

串足以展现元宵奢华景况的意象群如鱼龙、金锁、玉
京、宝坊、鹤焰等叠加组成。王诗化用“双凤云中扶

辇下,六鳌海上驾山来”的典故来渲染京城元宵的富

贵气象,并表达国泰民安的喜悦情怀。又如余深《奉
和御制御楼及睿谟殿观灯》《奉和御制佑神观观灯从

驾》皆采用从写景到颂圣的写作模式。王安中尝作

《进和圣制元夕诗》及诗序,序文称“仰赓圣韵”,即以

帝王原作为“范本”。按《宋史·王安中本传》所载,
王安中应制作《睿谟殿曲宴诗》一百韵共二百句,冯
熙载作《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谟殿张灯预

赏元宵曲燕应制》44韵共88句。王、冯二诗不见于

诗人别集,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卷四录之。格制如此

宏大的应制诗在诗史上是较为罕见的,诗人将受命

撰写雅颂之音视为至高殊荣。王安中《睿谟殿曲宴

诗序》有云:“顾尝以文字误被圣奖,且面命之,其荣

至矣。”宋代以来,“与民同乐”的主旨频繁出现在宋

代元宵诗中。蔡襄《上元进诗》及《上元进诗表》互为

表里,围绕帝王端门观灯“不为游赏,盖与民共乐

也”,以此歌颂仁宗圣德。曾巩《和御制上元观灯》、
余深《奉和角楼特宴》《奉和御制御楼及睿谟殿观灯》
等皆表达了此意。然而在御赏的现实仪式过程中,
帝王的一举一动无不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,如其出

行清道、赏灯时程序化的仪式安排、引导众人山呼万

岁、公开宣赦和判决犯人等等。[11](P542,584)帝王“与民

同乐”的倡导以非暴力的方式,在貌似突破日常禁忌

与阶级界限的节庆空间里,实现了对广大民众的统

御,而应制书写则巧妙地掩盖了现实仪式的真实性。
佳节来临之际,宋人还奉帝王之命新创了帖子

词。明代徐师曾《文体明辨》论其起源及特征,并将

其单独列为诗歌的一类。按吕希哲《岁时杂记》、周
密《武林旧事》卷二“立春”条所载,帖子词由宫廷的

翰林学士负责撰写,主要为立春、端午而作。帖子词

诞生于真宗时期,它的出现是文臣应诏的必然结果,
晏殊《端午日词》便注有“奉圣旨进”字样。尽管宋人

在题材中融入了关注现实、寓含讽谏的部分,但不可

否认的是应时纳祜、鼓吹升平、歌功颂德仍是帖子词

写作的主导内容。
(二)祭祀诗学与天授王权

祭祀是古代王者政治活动的必要构成部分,也
是国家礼制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。冬至祭

天在古代又称作南郊。南郊原指帝王在京城南面的

郊外修筑圜丘以祭天的地方,后用“南郊”特指帝王

祭天的大礼。据《周礼·大宗伯》《汉书·郊祀志》
《晋书·礼仪志》《隋书·礼仪志》所载,数代王朝都

试图举行一系列“奉天承运”的仪式活动来确立政权

的合法性,最高统治者是祭天礼仪的主导者,他们借

助隆重的典礼与天沟通,向天倾诉,而至日祭天则强

化了这种秩序的意义。[12](P456)宋人主要以冬至日行

事于南郊,具体执行情况可参见杨高凡《宋代祭天礼

中三岁一亲郊制探析》(《求是学刊》2011年第6期)
的统计。

宋代至日南郊应制大都描绘了礼德乐和的氛

围,其最核心的内容则在于传达天授皇权的天命思

想,并通过对庄重仪式的记述达到歌美王朝和教谕

下民的目的。杨亿《奉和圣制南郊礼毕五言六韵诗》
云:“天心侔兑悦,皇泽比春融。帝享惟馨德,民苏解

愠风。”具备美德与奉神的诚意是沟通神明的必要条

件,故杨诗所述帝王多为至德至仁之人,才能获得神

祇的佑护与赐福。这也再次凸显了帝王承天之运的

尊贵地位。寇准《奉和御制南郊礼成》描写祭祀之

诚、帝王之德、神灵之佑、臣民之祝福。诗歌首先提

到祭天之事,“禹功高大天无极,尧德明如日正中”直
接书写君主恩德、政治和乐,最后恭祝帝王寿比南

山。宣示“皇祚千龄永,成能万世宜”(沈遘《代人进

南郊礼成》)思想的同类型作品还有很多,且篇幅较

长,如蔡襄《亲祀南郊诗》四言古诗共176句、秦观

《进南郊庆成诗》五言20韵、曾巩《郊祀庆成诗》五言

凡120字。蔡襄认为“躬睹礼文之盛,职在词掖”,所
以用176句的长篇盛赞南郊祭礼与帝王恩德。宋徽

宗曾作诗《己亥十一月十三日南郊祭天斋宫即事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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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师》自赞恤民的恩泽,蔡京酬答徽宗作《恭和御制

己亥十一月十三日南郊祭天斋宫即事赐诗》四首,诗
中频频述及“共喜天心扶圣德”之意,从文字书写的

角度赞美了君德王化。
(三)雅颂之音与神道设教

祥瑞或称符瑞、瑞应、嘉瑞、祯祥、祯应,象征上

天的意志和威严,预示着国运昌隆与天下太平的繁

荣气象。自西汉董仲舒提出“天人感应”学说之后,
历代帝王多次将祥瑞运用到王权巩固中。《新唐书》
载唐代祥瑞名物种类已多达148种。宋代祥瑞总数

是唐代的数倍,以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为例,崇和殿就

出现瑞物多达四百余种。晏殊《两朝祥瑞赞序》提到

辑录有关祥瑞的赞、序共五卷总计224篇。
宋人选择节令祥瑞为书写对象,在于节庆是疏

离平时的特别时刻,也是人群聚集的难得时机,此时

出现的事与物更能深入人心。宋代节令诗之祥瑞书

写是对帝王“神道设教”现实策略的有力响应。以瑞

兆为基点推至天命之论,再由天命指向圣德、王权等

现实因素,这是绝大部分节令应制诗的基本写作理

路,因为“祥瑞是古之帝王承天受命、施政有德的吉

祥征兆,其构成的基本要素包括天命、圣德、王权以

及征兆等四个层面。由此可见,祥瑞的本质是征兆,
是天降灵物,是‘天神’对君王统治权利合法化的天

意证明与天意嘉奖,其基本功能是美化王权、粉饰政

治”[13](P210)。寇准《和御制降圣节内中道场睹瑞鹤神

雀歌》一诗写降圣节皇宫所建道场中出现的两种瑞

物:瑞鹤与神雀。玄鹤即黑鹤,在《唐六典》中被列为

上瑞,“但在宋以前,‘玄鹤’之瑞并无实际记录,故真

宗朝那么多次瑞鹤事件是前所未有的,只不过宋代

并不纠结于是否玄鹤”[14](P249)。诗中所谓瑞鹤又指

仙鹤,鹤翔于九霄便于众人观览。鲍慎辞云:“闻之

邑人父老,华阳自崇宁以来,庆云、醴泉、紫芝、瑶草

盖多有之,然可闻而不可见,可见而不可致。惟是瑞

鹤之应,上薄九霄,万目所瞻,不得而掩。”神雀,瑞鸟

也。《文选·四子讲德论》:“神雀仍集,麒麟自至。”
刘良注:“神雀,瑞鸟。”神雀或指凤,凤凰的降临时常

暗示着奉天承运。《晋书》卷23曰:“改黄爵行为伯

益,言赤乌衔书,有周以兴,今圣皇受命,神雀来也。”
全诗论述的核心重在阐发“嘉应纷纶宝运昌,圣人功

与天无极”的思想,旨在用祯应来颂扬帝王洪德齐

天。夏竦《奉和御制先天节上清宫道场香合内获金

龙》(元真降治佑生民)一诗,创作背景参见《续资治

通鉴长编》卷八一:“大中祥符六年秋七月癸巳,内侍

江德明言上清宫道场获一龙于香合中。”龙列居瑞物

之上等,《说文解字》卷11下释“龙”之意称其“鳞虫

之长,能幽能明”。世人常用龙喻指人君,诗中谓盛

香盒内获以金龙,以此昭显圣祖灵应与人君懿范。
天书是宋代的新兴祥应,统治者欲行宣读大礼

以示推崇之意。《宋史》详载帝王与大臣小心翼翼执

行宣读礼的经过。[15](P2540)夏竦《奉和御制宣读天书》
以七言60句的篇幅,记述万众瞩目的上元节天书降

临、群臣敬读徽册的盛况。夏诗开篇渲染福运普降

的气氛,继而回忆天书降下的情景。宋真宗天禧元

年(1017)正月六日颁布《以正月十五日行宣读天书

礼诏》,敕令王钦若行宣读礼于天安殿。“瑞应纷纶

百福同,寅威宝命务尊崇”谓天书降后瑞应纷纷而

现,“将披秘蕴昭灵契,欲使万方知帝意”明言宣读的

目的,接下概述仪典场面和重臣参祭情形。此诗“辞
若洞章皆擿句,字如龙篆宛分行”概括出天书神秘的

旨意与复杂的字体,“恍恍真心显道枢,穰穰景佑归

宸历”数句归美王道,意在昭显承天而治的教谕。
此外,诗人们也常常应制奉和瑞雪祥瑞。慕容

彦达《恭和御制元会之次日嘉雪应候锡宴于公相之

第诗》(三元盛礼冠年华)指明瑞雪降落时间在元会

次日。按布尔迪厄的观点,“文化生产者拥有一种特

殊的权力,拥有表现事物并使人相信这些表现的相

应的象征性权力。”[5](P87)纵观节令祥瑞,其类型虽各

自不同,然皆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。诗人以“天人感

应”为记叙立场,用格制固定的表述形式称美祥应气

象,从而体现了这类诗歌作为“雅颂之音”的本质特

色与时代意义。
布尔迪厄在《知识分子: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

者》《场的领域》等文章中反复提到,“文学场像所有

其他场一样,它涉及权力和资本,既是力量场,也是

斗争的场所,文化生产场在权力场中占据的是一个

被统治的地位,身处其中的艺术家和作家等知识分

子,尽管占有大量的文化资本而被授予某种特权,甚
至足以对文化资本施加权力,但相对于拥有政治和

经济权力的人来说,他们又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

一部分。”[5](P80~85,150)节令作为特殊时间节点,它“不
仅仅是一个科学或哲学的概念,而且还是一个时代

文化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,时间观念的变化一定揭

示了文化变迁的奥秘”[16](P3)。故节庆应制往往具有

迥异于日常应制的独特意蕴。一方面,由于应制之

故,这类诗歌的写作思路和内容较为程式化,其主

题、构思、用语、情感等恪守成规,难有突破。正如宇

文所安所言:“应制诗是一种规范化的艺术,体现在

结构、主题范围、词汇范围及摒弃强烈的政治道德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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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感情。”[17](P183)另一方面,随着统治阶层政治集

权的强化和节令体系的成熟,节俗活动的繁盛,在新

的时代因素的影响下,宋人的节令应制在思想意蕴、
审美形式方面发生了新变,比如以典雅富丽的语言

和宏大的篇幅描绘俗好游乐的图景,歌咏君民同乐

的太平盛世;又如通过对节令中祭祀仪式礼乐祥和

氛围的记叙,称赞君主德行兼备,宣扬天授王权;再
如藉助节令祥瑞预设来实现“神道设教”的目的。这

些应制诗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当时的社会民俗

风尚和时代审美精神,显示出文学场中文化资本和

政治权力的转化与运作,还阐明了政治与民俗对文

学创作内容、形式的影响,深刻揭示了政治、民俗、文
学三者之间相互制约与渗透的密切互动关系。综

上,宋人的节令应制诗表现手法多样,具有丰富的民

俗内涵和政治文化价值,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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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化竞争现象,应加强顶层设计,尽量减少产业结构

趋同性,结合地方特色,促进行业合理布局,打造世

界级产业集群,提升工业竞争力;加强长江经济带企

业合作、产业链合作、产业联盟合作,培育建设一批

世界级产业集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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